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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磊

早前， 山东、 河南、 甘肃等多地公

布了红白事宴席指导标准， 严控酒席宴

请标准。 有的地方规定宴席用酒每瓶价

格上限 30 元、 香烟不超 10 元； 有的地

方要求严格控制高额彩礼， 彩礼不得超

过 6 万元、 亲友随礼不超过 200 元； 更

有地方提出“丧事严禁私办”， 由村红

白理事会主持办理， 并向镇 （街） 民政

部门报备， “喜事只请亲人”， 仅限直

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近姻亲参

加。 相关负责人表示， “指导标准” 旨

在落实农业农村部等相关部门 2022 年

印发的《开展高价彩礼、 大操大办等农

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工作方案》， 遏制陈规陋习， 弘扬文明

新风， 杜绝铺张浪费， 切实减轻群众办

婚丧事的负担。 但是， 目的的正当性不

等于做法本身就具备合理性。 “指导标

准” 引发争议不仅是政府治理的方法问

题， 更在于其背后所体现的思维和观念

问题让人不安。

移风易俗不宜采取“硬标准”。

“指导标准” 针对喜丧事的桌餐、 烟酒、

彩礼和随礼等作了明确的规定， 但 30

元的酒不算铺张浪费， 用 31 元的酒就

是吗？ 喜丧事的花费与具体家庭经济条

件有关， 怎能硬性一刀切？ 即便 《反食

品浪费法》 也并没有限制消费者每餐金

额的教条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 “指导

标准” 大多采用“严禁” “仅限” “一

律” 等指令性 （禁止性） 用词， 而通常

指令性规定是向公民施加义务的， “指

导标准” 甚至设置了居民办丧事须向政

府“报告” “报备” 等公法义务。 这种

将移风易俗的倡导上升为公民义务的做

法无疑是非常不妥的。 虽然当地有解释

称， “指导标准” 主要起到建议和引导

作用， 并非强制性措施， 但是采取指令

性规定在现实中所产生的后果大抵只有

两种： 基层因绩效压力， 在具体落实过

程中将“指导标准” 变成了“强制规

定”， 导致违法行政； 或者因为民间抵

制变成“一纸空文”。 因此， 政府推进

移风易俗应更多应采取倡导性规定的软

标准， 而非生硬的一刀切和行政指令。

政府部门推动移风易俗开展文明教

化要摆脱简单的管理思维。 生硬的“指

导标准” 也反映了相关地方政府并没有

完成从传统管理思维到社会治理思维的

转变。 传统管理思维遵循“命令 - 服

从” 模式， 政府将自己定位为管理的主

体， 将社会民众视为管理的对象， 管理

的手段主要依赖行政指令。 这种典型的

“家长主义” 思维早已不合时宜。 党的

十八大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提高

社会治理水平”，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

纲要 （2020－2025 年）》 提出建设包括

民主协商、 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 法治

保障在内的社会治理体系， 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可见， 治理的

主体和依据都是多元的， 前者不限于政

府， 后者不限于行政手段。 治理与管理

的不同之处在于管理着重于行为， 而治

理追求的是效果。 通过执行禁止性规范

来推进移风易俗就是政府的一种“陈规

陋习”， 新时代社会治理应当摒除这种

陈旧思维。 对待民间习俗问题， 应该注

重将法治、 德治和自治结合起来， 加强

社会协同， 引导民众转变认知， 逐步形

成婚丧嫁娶移风易俗的社会共识。

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是公权与私

权、 国家与社会的界分。 社会关系领域

中， 法治国家必然要确保不受公权力控

制的“私域” 的存在。 公权力用行政指

令强制调整私人社会关系无法产生合情

合理的调整效果， “政府负责” 不等于

“政府包办”， 而是要发挥政府对各类主

体参与社会治理面临的风险的兜底责

任， 除设定行为红线和纠纷化解机制

外， 大可支持社会成员自我处理和互动

博弈。 喜丧事本质上是民事、 私事， 不

存在“严禁私办” 的法理空间。 将喜丧

事用行政权力统管， 体现的是公权可以

任意限制私权的不当理念。

由此而论， 确立公权与私权之间的

界限， 也是当下法治的重要任务。 对公

权而言， 法无授权不可为； 而对于私

权， 法不禁止皆自由。 我国《宪法》 保

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 包括对私有财产

占有、 使用、 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办喜

丧事、 彩礼和随礼属公民行使私有财产

使用权和处分权， 只要是合法就不在禁

止之列。 《民法典》 也将自愿原则规定

为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 民间习俗活动

中只要当事人“你情我愿”， 不存在欺

诈、 强迫等情形， 就应该得到允许。 相

关地方政府出台的强制性“指导标准”

不当限制公民权利， 已涉嫌违反宪法和

相关法律的规定及其精神。

民间习俗的革新要综合发挥法律规

范、 道德规范、 社会规范等多元规范体

系的功能， 应该更多依靠乡规民约、 居

民公约等自律性社会规范， 以及道德风

尚和价值观念的更新来实现， 而绝非仅

凭行政指令就能完成。 正如有评论所

言， 相比于政府单方面行政指令， 引导

人们对文明风尚心生向往， 从而促使社

会形成纠错机制和向善自觉， 才能达到

更好的治理效果。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 教

授、 博导， 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

务理事， 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常务

理事， 第十届 “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

□孟勤国

零售、 住宿、 餐饮、 健身、 出

行、 理发、 美容、 教育培训等生活消

费中， 消费者预交一定的服务费用，

经营者收取服务费用后依照约定的服

务次数或时段提供服务， 称之为预付

式消费。 预付式消费具有消费者获得

优惠服务价格， 经营者获得稳定预期

收入的共赢特性， 但隐含着经营者骗

取或挪用预付款或经营亏损难以为继

导致消费者服务和预付款两空的风

险。 近几年来， 预付式消费经营者跑

路的新闻屡见不鲜， 其中不乏职业闭

店人的身影。 所谓职业闭店人， 是指

出面替经营者敷衍、 阻碍消费者维权

以便经营者脱身的人员。 8 月 1 日，

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相关机构发布

2024 年上半年消费者维权舆情热点

榜单， 职业闭店人位列第二。

维护消费者权益是中国式现代化

法治的核心价值之一。 针对预付式消

费，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53 条

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 第

22 条规定了经营者提供服务或退回

预付款及其利息等的具体义务，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为促进消费提供司法

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明确提出加强预

付式消费中消费者权益保护， 最高法

“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

稿）” 也已公布。 职业闭店人以软磨

硬泡方式迫使消费者放弃维权， 企图

绕开法律、 法规、 司法解释明文规定

的经营者义务， 使得经营者能以最少

成本侵吞消费者预付款， 其行为的非

法性十分清晰。

协助经营者赖账是职业闭店行为

的根本目的。 在经营者骗取或挪用预

付款的场景中， 闭店行为绝大部分由

经营者和职业闭店人合谋实施， 或为

经营者诈骗、 挪用、 非法集资行为的

组成部分， 或为职业闭店人掩饰经营

者犯罪所得、 寻衅滋事、 涉黑的行

为， 即便合谋证据不足， 职业闭店行

为至少客观上起到了协助犯罪的作用。

在经营者经营亏损难以为继的场景中，

职业闭店行为助力经营者恶意清算、 转

移资产、 逃避违约赔偿责任， 绝大部分

基于经营者和职业闭店人的利益交换，

即便职业闭店人不甚知情， 职业闭店行

为也具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后果和过

错。

阻扰消费者维权是职业闭店行为的

直接目的。 一拖二蒙三隐身是职业闭店

行为的基本套路， 先以服务调整、 装修

停业、 保证退款等忽悠消费者心存希

望， 再以经济下行、 经营者命苦、 诉讼

成本过高等拿捏消费者维权心理， 最终

经营者和职业闭店人一哄而散让消费者

维权无主。 单个消费者的预付款大多几

百几千， 全力维权可能耗费高于预付款

的时间和费用成本， 而且可能只有一纸

无法兑现的胜诉判决， 极少有消费者能

经受住职业闭店行为的忽悠和折磨。 有

知情者透露， 职业闭店人的酬劳约为经

营者赖账的 15%， 利益驱动下职业闭店

人自然无所不用其极。

有人认为， 职业闭店行为类似于企

业清算， 这种观点大错特错。 企业清算

必须依据和遵守相应的法律规定， 如公

司法、 合伙企业法、 各类外资企业法、

破产法等。 企业清算人必须依法清算并

承担清算失职的法律责任， 如破产管理

人由人民法院指定、 受债权人会议决议

约束、 承担不当破产清算的赔偿责任。

职业闭店人由经营者私下聘请， 不具有

企业清算人的合法身份， 也不可能遵循

公司法等法律的规则与程序， 因为经营

者若无赖账动机， 即便资不抵债也可以

依法破产， 没必要出资聘请职业闭店

人。 职业闭店行为一定是为了经营者赖

账乃至顶包， 没有例外。

不仅如此， 职业闭店行为潜伏着严

重的社会危害性， 对单个消费者的损害

有限， 但会产生聚沙成塔的效应。 若任

其蔓延， 预付式消费的法律规则与责任

势将名存实亡， 若其他经营者群起仿

效，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数十年努力

或将付诸东流。 可以肯定， 职业闭店行

为如果得不到有效打击， 消费者只能选

择远离预付式消费。 预付式消费是促进

现代生活消费不可或缺的商业模式， 不

能因非法的职业闭店行为猖獗导致其萎

缩、 消亡。

由此而言， 职业闭店行为应当引起

全社会， 尤其执法部门的重视。 职业闭

店行为首先应定性为是对预付式消费国

家监管的对抗， 有关执法部门应本着以

人民为中心的责任心， 履行监管职责，

有一查一， 不得以民事纠纷为由推卸监

管责任。 因预付式消费损害消费者权益

的， 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促进消

费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经营

者必须承担违约责任、 惩罚性赔偿责任

直至刑事责任。 同时， 执法部门也不能

忽略职业闭店人行为之危害， 即便经营

者承担了全部责任， 也必须追查职业闭

店行为。 职业闭店人应与经营者共同承

担连带责任，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其

刑事责任。 此外， 建议地方性法规可明

确规定针对职业闭店人的行政处罚措

施， 依据职业闭店行为类型予以相应的

警告、 罚款、 拘留处罚。

（作者系武汉大学弘毅特聘教授、 博导，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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